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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注情感的机制是理解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视角。通过对

ＤＨ事件的分析及延伸性讨论，本文指出，因表达不畅所致的弥漫性民怨及民

众对不满的道义建构，使情感成为主导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进的最重要机

制。而情感之于群体性事件的逻辑性支撑主要表现为情感宣泄和情感管理，

前者是针对权力外围和边缘地带的发泄，后者更为常态地支配群体性事件的

过程，而情感表演则成为其中的核心要素，形构出与既有社会运动之情感管

理不同的特色。形塑这一特色的是宏观非对称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它

决定了当下的群体性事件不太可能转变为常态化的社会运动，只能是沿着传

统与现代错综交织的轨道间歇性发作，以作为弱势群体对中国转型期社会矛

盾的一种特殊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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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梳理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和频发期，其突出表现就是群
体性事件的增多以及在这类事件中呈现出的群体性情感爆发现象。如
果说，由大量数据所反映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情况体现的是社会冲突
的统计学趋势的话，那么，一些经由媒体集中报道而进入公众视野的典
型案例，则使人们对事件中情感爆发的烈度和规模产生更加直观和震
撼的印象。诸如万州、瓮安、孟连和石首等事件，可以说都十分典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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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不满集中地呈现了出来。由此，群体性事件中的情感因素，它的
发生逻辑与表现特征，它对事件的影响，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本
文即以此为主题，探讨群体性事件中的情感问题。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群体性事件一般可

以理解为由某种社会矛盾导致特定或不特定群体在缺失合法依据状态

下进行规模性聚集并以各种方式表达某种诉求的现象。由于近来发生
的许多群体性事件，其诉求大多指向公共权力，因此，当人们提及群体
性事件时，往往会联想到官民冲突。需要指出的是，“群体性事件”的概
念一度只是由官方使用，学界最初多以“抗争”或“集体抗争”来表述类
似现象。１９９７年，李连江与欧博文（１９９７）在讨论有关农民抗负和抵制
计划生育等活动的论文中提出“依法抗争”的概念，由此，该概念以及作
者基于“维权抗争”模式对乡村的官民冲突所作的分析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其后，于建嵘（２００４）提出的“以法抗争”也是这一模式的发展。虽
然有人质疑上述模式概括的精当性（应星，２００７；吴毅，２００７），但强调抗
争的分析进路并没有变化，只不过策略强调各有侧重，如“以理抗争”
（于建嵘，２００６）、“以身抗争”（王洪伟，２０１０）、“依关系网络抗争”（石发
勇，２００５）、“以势抗争”及“以弱者身份抗争”（董海军，２００８，２０１０）等。
总之，学界大都仍然沿袭着“抗争”这一思路来解释官民冲突。

“抗争”的叙事模式及其对抗争策略的重视，内含了强调抗争者行
为“理性”的一面，即突出理性因素，如手段、策略等在抗争中的作用。
然而，如果仅仅依据这一视角来看待现实中的种种冲突，那么，影响抗
争的另一根逻辑链条———“情感”就可能会被人们忽略。因为，若依前
者，似乎所有抗争都是算计和组织化的结果，情感在其中只被看做是对
事件起辅助作用的且不会对过程与结局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这
样，不仅诸多冲突事件的复杂性得不到充分展示，而且也难以进一步揭
示情感对事件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若能借鉴更加中性
化表述的“事件”视角，将官方话语中的“群体性事件”转换为学术分析
概念，则可能拓宽解释的空间。因为相对于强调维权策略的“抗争”叙
事，“事件”叙事的视角更为中立，更能突出冲突本身的复杂性、随机性
和偶然性，而且，情感在冲突中的作用也容易得以凸显。
本文的主题便是在这种视角转化中展开的。不过，说到群体性事

件中的情感研究，其实还是有源可寻的，如于建嵘（２００９ｂ）提出“社会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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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事件”的概念，就意在突出不同于理性维权的另一种抗争类型，作者
尤其强调“无直接利益冲突”者利用事件来发泄累积性的负面社会情
感，提请学界注意此类事件中情感烈度与暴力的关系。应星（２００９）提
出“气”或“气场”，也是要突出情感积累与抗争爆发和升级的关系。朱
力、曹振飞（２０１１）则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喻为“结构箱”中的情绪
共振效应。还有学者提出了群体性事件动因的“不满型”（王赐江，

２０１０）和“价值主导型”（张荆红，２０１１）分类，强调群体性事件中的“情绪
唤醒机制”，１等等。这些研究可以说都涉及了群体性事件与情感的关
系。但是，既有研究大都要么强调情感在事件分类方面的意义，要么关
注情感对于事件爆发的作用，而对于情感与群体性事件更普遍的关联，
即各类事件中情感的一般作用机制、特征与运作逻辑以及情感与理性
策略的关系，则基本上未涉及。也就是说，情感作为自始至终影响各类
群体性事件的自变量，它对于事件发生、演进、高涨和消退的作用及事
件中的情感失控、管理和运营等一系列涉及群体性事件中情感本体性
与功用性的研究，基本上都未被深入探讨，并且也很少有研究尝试对群
体性事件中的情感机制进行微观分析和田野考察，这就使得情感之于
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关系尚未得到深入发掘，进而也使得我们对当下中
国群体性事件基本特征的把握难以到位。有鉴于此，本文拟首先以

ＤＨ事件为核心案例，探讨事件中的情感机理及其特征，继而展开延伸
的讨论，结合近年来其他一些典型的群体性事件作进一步的分析，更为
中观地把握情感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并在与经典社会运动理论的对
话中提炼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寻求对转型期中国群体性事件特性
的理解。

１．可参见：单光鼐、蒋兆勇，２００９，县级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及矛盾对立［ＯＬ］／／共识网（２０１０
－０１－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１ｃｃｏｍ．ｎｅ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ｚｇｙｊ／ｇｇｚｈ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００１２０２２１２．ｈｔｍｌ。

在进入正题前，我们尚需要对相关研究资源作一基本的清理。如
果说，有关该问题的本土案例和理论还相对匮乏的话，那么，西方有关
集体行为／社会运动的情感分析则能使我们找到可资借鉴的资源。早
在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西方一些学者就注意到了集体行动中的情
感因素，涂尔干（１９９９：２８１）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考察中发现：“由于激情
的鼓动过于强烈，人们除了暴力和放纵的行动，除了超人的英雄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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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野蛮的行动之外就没法满足……在这种普遍亢奋的影响下，我们
看到最平庸、最老实的市民变成了英雄或者屠夫”。涂尔干的观点与同
一时期的法国学者勒庞十分类似，但勒庞（２００４）更加强调群体行为的
非理性变异，认为集体环境中情感的渲染使得个体的思维和行为渐趋
一致，变得越来越野蛮。勒庞的观点在美国学者布鲁默（Ｂｌｕｍｅｒ，

１９４６，转引自赵鼎新，２０１２：６３）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后者认为聚
众的形成是一个人与人的符号互动过程，他将此过程称为“循环反应”，
并将其划分为“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三个阶段。斯梅
尔塞（Ｓｍｅｌｓｅｒ，１９６２：７２）认为，集体行为本质上是“不耐心者的冲动”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ｔ），参与者往往存有一种与事实相悖的信念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即认为自己只要（ｉｆ　ｏｎｌｙ）采取行动，就能改变现状。然而
这种思想“短路”（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ｅｄ）恰恰就是骚乱（ｒｉｏｔ）和迷狂（ｃｒａｚｅ）等
非理性行为的心理基础。
早期集体行为研究者将聚众情境下的情感视为非理性，认为它是

暴力、攻击和破坏行为的重要原因，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后，一些社
会运动研究者开始引入另外一种视角。麦卡锡和扎尔德（ＭａＣａｒｔｈｙ
ａｎｄ　Ｚａｌｄ，１９７７）认为，怨恨和不满是社会运动得以展开的动力，它们
“能够对社会运动提供草根式的支持”，而且“怨恨和不满很可能由问题
策划者和运动组织来定义、创造并操纵”。他们强调社会运动中理性的
资源动员取向，认为情感是可资动员和调配的资源。以麦卡锡和扎尔
德为主倡导的资源动员分析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研究，这种理
性主义转向导致了整个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社会运动研究几乎再也难
以见到“情感分析”的踪影（Ｊａｓｐｅｒ，２０１１）。然而，“事实上，情感以及产生
和维持这些情感的交往仪式是所有对抗社会结构的集体行动的关键资

源”（特纳，２００９：１７３）。于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以贾斯柏为代表的学
者又开始复苏此类研究。
与传统情感研究的单一路向不同，晚近社会运动的情感研究对情

感表现的多维性及其不同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比如对愤
怒、生气等情感，新情感主义更突出其道义支撑。贾斯柏（Ｊａｓｐｅｒ，

２０１１）特别将愤怒归类为“道德情感”（ｍｏｒ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认为人们之所
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特殊事件或信息的发生违背了人们特定
的道德原则，而社会运动的诱发往往出于意外事件对目睹者产生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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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情感和道德刺激，即所谓的“道德震撼”（ｍｏｒａｌ　ｓｈｏｃｋ）。特纳
（２０１１：１７２）把握到了社会运动参与者将愤怒情绪正当化的特点，并对
人们如何将抗议对象进行道德化否定的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霍耐特
（２００５：１６９－１７２）则认为对个体存在的尊重是重要的道德规范，当个人乃
至群体遭遇蔑视，这种情感伤害往往是促使其“为承认而斗争”，参与社
会运动的动力。从这些分析中不难看到，因受辱而致的愤怒在于侮辱违
背了起码的社会通则。总之，这些分析都揭示出人们是被特定的道义原
则所触动，其愤怒乃至发泄行为的背后都有自身的价值立场。
运动中的情感不仅限于愤怒与发泄，新情感主义还注意到诸如喜

悦、兴奋、悲伤、恐惧、羞愧与骄傲等情绪对社会运动的影响（Ｊａｓｐｅｒ，

１９９８；Ｆｌａｍ，２００５；Ｇｏｕｌｄ，２００２），并认为运动中的大多数情感其实是可
以被管控的，所以，他们特别强调运动组织者对情感的管理，并且提出，
组织者必须懂得并要善于利用不同情感对成员的不同影响，才能凝聚
内部团结，强化抗议能量（Ｂａｒｋ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Ｊａｓｐｅｒ，１９９８；Ｆｌａｍ，

２００５）。可见，社会运动的“情感管理”（ｅｍｏ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特指运动
组织者为达到目标所进行的情感工作，即一方面引导那些对运动有利
的情感，如激动、喜悦和希望，另一方面则防止恐惧、沮丧、无望等负面
情感对运动的不利影响（Ｊａｓｐｅｒ，２００３：１７５）。另一些研究还为我们呈
现了社会运动组织者从事情感管理的策略。如古德温和普法夫
（Ｇｏｏ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Ｐｆａｆｆ，２００１）分析了高风险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是如何控
制和克服恐惧等负面情感的，他们特别强调亲密关系的情感支持以及
情绪氛围浓烈的大众聚会等“鼓舞机制”（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的作用。维特尔（Ｗｈｉｔｔｅｒ，２００１）则关注运动积极分子通过情感策略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将诸如恐惧、悲伤、羞愧等负性情绪转化为骄傲、
喜悦等利于运动展开的积极情绪的过程。布洛克等人（Ｂｌｏｃｑ，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深化了运动组织者运用情感管理来引导社会运动的研究，他们在
考察２００９年荷兰、比利时两国民众针对气候变化的抗议活动时发现，
涉及政治问题的运动组织者大多倾向于控制和疏导成员的愤怒，而与
政治相关性不大的运动组织者则更注重唤起成员的愤怒，从而调动参
与积极性。总之，新情感主义明显受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日益强调
“专业化”（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倾向的影响（ＭａＣａｒｔｈｙ　ａｎｄ　Ｚａｌｄ，１９７３），
强调通过各种专业化的动员来提高运动的绩效，因此，也更倾向于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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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视作运动参与者可以控制的资源而非不可制约的洪水猛兽。
综上所述，西方学术界对集体行为／社会运动中的情感分析呈现出两

条理路，传统情感主义与新情感主义各有所持，构成了情感研究中非理性
与理性视角的对立。我们认为，这种对立或许缘于各自不同的经验支撑。
从１８世纪至２０世纪中期，西方社会经历了大规模的社会重组，各种基础性
的制度、规范与价值均在这一过程中解组与重构，以至于集体行为／社会运
动本身大多以冲突、撕裂和骚乱的形式出现。及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法
等国的学生运动仍多以激进化状况呈现。由此可见，传统的情感主义分析
对一系列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具有相当的解释力。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西
方国家进入了相对稳定期，社会的激进化能量减弱，取代政治抗争的是各
种专业化诉求，而后者共享着相似的价值文化，由此也避免了社会运动的
激进化，这无疑成为新情感主义分析的经验注脚。
以西方的研究来反观中国，我们发现，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矛盾诱因

各异，各种制度、规范、价值及文化均处于变化、开放和不稳期，这就决
定了民众心理与行为选择漂浮不定，跳跃性极大，既会受到结构性因素
的制约，又容易为突发状况对结构的冲击所牵引。因而，上述两种情感
分析的范式既都可能在此找到对应性的经验，又都可能显得解释力不
足。譬如，我们既能够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中看到情感的极度宣泄，并因
此联想到特纳（２００９：１７４）有关弱民主国家扩散性的愤怒与对抗性社会
运动相关性的提示，又能够从中看到更多群体性事件中的情感管理，进
而去思考中国式抗争的特点。因此，在有关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情感研
究中，就既要借鉴和吸纳海外理论，又要根据本土经验进行思考，更应
当进一步地比较分析，以期寻求新的理论突破，并以此来把握转型期中
国社会结构与民众心理的关系。

二、ＤＨ事件简述

之所以将ＤＨ事件作为核心案例，是因为这一事件持续时间长、影
响大。ＤＨ事件持续时间长达三个多月，在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中实属少见，而且，在该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情感之于其发生、发展和变
化的机制性关系显现得尤其充分，加之媒介报道也特别多，因此，以该
事件为核心案例进行分析，有利于考察其中情感轨迹的演变；而事件的
广泛影响则使情感的作用更加复杂多向，特别是经由各种传媒动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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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社会情感被裹挟进事件后，对事件的走向产生了特殊影响，从而更
能使我们看清当代群体性事件中情感的作用方式。
我们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底开始关注该事件，并进行了持续的跟踪。

需要说明的是，该事件的信息尽管一度在网络上被屏蔽，但因为事件的
最终结局令各方可以接受，网络和媒体报道逐渐放开，故只要用心查
找，还是能确保材料的相对完备，而事后一些学者的进村调查也为进一
步厘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提供了条件。本文的材料来源包括：（１）事件
中、事件后国内外媒体对ＤＨ事件及相关当事人的采访报道；（２）一些
当事人的微博、博客，当事人及媒体工作者上传到网络的影音视频资
料；（３）对ＤＨ事件的分析文献和调查报告。值得说明的是，一般社会
运动的情感研究使用较多的是文献资料，如运动中产生的话语、故事、
音乐、漫画、口述史、媒体报道等，但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影音视频图
像等也成为进行研究的更为直观的资料，它们在一定意义上记录了运
动的原始情感表现（杨国斌，２００９）。２为了便于进一步讨论，我们首先
对各方面的材料进行整理，将ＤＨ事件的经过做一简述。３

２．既往西方社会运动的情感研究多采用田野调查、问卷和心理量表，然而运动中的情感表现
充满瞬时性和复杂性，这些方法很难彻底还原其特征，因此颇受质疑（Ｙａｎｇ，２００７；Ｇｏｏ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Ｊａｓｐｅｒ，２００６），而影音视频图像是实时记录，有助于呈现事件现场的情感气氛。因此，我
们对影音视频图像的使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探索性。笔者所收集的视频材料主要是媒体
工作者拍摄的纪录片，共计约３００分钟，有较高的材料价值。

３．对事件经过的整理主要参考了《三联生活周刊》、《社会观察》等重要媒体事后对事件的深
度报道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后文简称清华大学课题组）的调查
报告。这些文本对事件基本经过的陈述大体一致。

４．关于ＤＨ村的土地数据，官方认定，除与邻村的争议用地及国家海域滩涂与公路用地之
外，原来为１０４２７亩，被卖掉５９１８亩。但老百姓在事件发生后自发统计的土地数据为２１９６３
亩，并认为其中过万亩被卖掉。尽管说法有出入，但是土地出卖数量之大是不争的事实。

ＤＨ村位于Ｇ省Ｓ市下属县级市Ｌ市Ｄ镇，现有人口１１　６８９人，
居住户数２　１４６户，下辖７个村民小组。因距市区不远，这个沿海渔村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即开始了土地的征用开发，卖地成为村里的重要
收入来源。十几年间，村里的大片土地均在时任村党支部书记ＸＣ和
村主任ＣＳＹ主持下被卖掉，４然而，除了征地补偿，村民却似乎未从村
里的卖地收益中得到过什么好处。据相关材料，村里人所提到的好处
有两笔，一笔是在修进城大道时每人得了５００元补偿，另一笔是每人

５０元的宅基地分红。在土地增值奇快，卖地收益巨大的沿海地区，ＸＣ

·２８·

社会·２０１４·１



等人的做法自然会引发不满，所以，早在９０年代便有村民开始上访反
映问题，甚至还发生过一村干部质疑土地问题而遭到殴打的情况。因
此，ＤＨ事件的爆发可以说早已埋下了伏笔。２０００年左右，一些在外打
工的ＤＨ青年了解到省内其他地方农村卖地后村民均能得到数额不菲
的分红，不满由此迅速累积，群体性上访接连发生，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１
日到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１日，村民前后到省市各级政府上访共计１１次。然
而一系列的上访都没有什么结果，由此集聚了大量的不满。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１日的冲突被普遍认为是ＤＨ事件的开始。这场冲
突起因于当日村民以为ＢＧＹ地产公司要在村里的一块土地上动工，这
使得久已积压在村民心中的不满在瞬间得到了爆发，他们不约而同地
汇聚在现场表示要捍卫自己心目中这“最后的一块土地”。５当天，村民
大规模聚集，向Ｌ市政府和村里讨说法，并辗转于ＢＧＹ所在的ＨＴ工
业园工地，因未能得到满意的答复，部分村民激愤中砸了工业园的施工
设备及村办公楼设施。翌日，村民又与进村的公安武警发生冲突。事
件引起官方重视，Ｌ市政府同意调查村民关心的问题，并许以实利安
抚。然而，调查进展似乎不大，土地问题没有下文，于是，第二次大规模
上访开始酝酿。
村民们找到了６７岁的ＬＺＬ。ＬＺＬ当过兵，经过商，任过村委会副

主任，还在Ｄ开发区任过职，村民希望他出来领导维权。ＬＺＬ答应，并
要求村民理性表达诉求。于是，可以看到，发生于１１月２１日的第二次
上访秩序井然，数千人的队伍组织有序，未与警察发生摩擦。２２日，村
民继续在村中聚集抗议，Ｓ市和Ｌ市均派人疏导。

５．这块地有４０４亩，原为Ｌ市某畜产有限公司承包，即将到期。据事件爆发后Ｌ市某官员在接
受访谈时说，一些村民本想自己来开发这块地，但是村里却准备将地卖给ＢＧＹ公司。如此一件
大事没有公开征求村民意见，而且还有传言说ＢＧＹ已经为该地块付出了数亿元，此消息真假莫
辨，但村民中却普遍弥漫着不信任。村民对外将这块地称作“村里的最后一块土地”，反映了他
们强烈的焦躁和不满。参见：吴丽玮，２０１１，ＤＨ土地纠纷与宗族之争［ＯＬ］∥三联生活网（２０１１
－１２－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ｆｅｗｅｅｋ．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１／１２２０／３６０８０．ｓｈｔｍｌ；清华大学课题组，２０１２。

６．９月冲突之后，主要的村干部ＸＣ失踪，村里无人主事，临时理事会最早其实是政府让组织
的，以起到临时主持村务的作用。

此后，政府改变了原来温和处理事件的态度。１２月９日，Ｓ市政府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ＤＨ村“９·２１”事件处置情况，宣布９月上访之
后村民组织的“ＤＨ村民临时理事会”非法，６并认定ＺＬＨ、ＸＪＢ等５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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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破坏财产罪”等，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还特别强调有境外势力介入事
件。接着，ＺＬＨ、ＸＪＢ等５人被抓，局势再度紧张。从１２月１０日起，公安
与村民均在村外出入口设置关卡，各做预防，由此，ＤＨ村形成了与政府
的公开对峙。次日，又传来ＸＪＢ猝死的惊人消息，事件再度被激化。按
政府的说法，ＸＪＢ系心源性猝死，但ＸＪＢ的亲属与村民并不接受这一说
法。政府担心事情闹大，迟迟不归还ＸＪＢ的遗体，这更惹恼了村民。自
此，村内每天集会游行，并与驻守村外的公安武警针锋相对。
除了公开与官方对峙，事件升级的另一大标志是媒体与网络力量的介

入。１１月２１日村民上访之后，开始有大批内地、港台以及外国媒体关注该
事件，甚至少数媒体的记者还住到了村里。１２月初事态突变后，又有国外
和港台媒体进村，他们扮演起向外界通报情况的角色，而村民也通过微博
等方式向外发布信息，网民们则设法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消息，并开始声援

ＤＨ。在此背景下，１２月２０日，Ｇ省派工作组进村解决问题。工作组正面
回应了村民的诉求，还答应对之前违法的村民不予追究。由此，这起在国
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最终以有利于ＤＨ村民的方式结束。

三、ＤＨ的情感轨迹

应星（２００９）以“气场”概念来分析群体性事件中的情感，认为它是
由“未组织化的群众为了发泄不满，相互激荡而形成”。不过，“气场”
所突出的是情感的交互性及其与事件爆发的关系，却未必能厘清事件
中情感的发展与演进。而本文通过对ＤＨ事件的分析所期望揭示的，
则是大规模、持续性群体性事件中的情感轨迹。

７．参见：武孝武、唐逸如，２０１３，ＤＨ僵局［Ｎ］，社会观察（４）：３０－３７。

（一）情感酝酿：不公认知与行动筹划
从情感角度讲，ＤＨ事件的酝酿期也就是村民的不满与怨愤生成、

累积及指向日渐清晰的时期。在此过程中，对不公平的认知发挥了关
键性作用，而不公的指向则集中于村里卖地。其实，村里大量卖地主要
发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２１世纪头五年，当时村民虽然也有异议，但
质疑声并不普遍，因为当时人们尚未普遍意识到土地的价值，而且，当
时大多数的村民已经不以种地为生，外出经商和渔业才是村民的主要
收入来源。７可见，在卖地与不公之间并非一开始就形成了认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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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地本身也尚未被建构为一个公共问题。但是，随着２０００年以后Ｌ市
城市建设向ＤＨ村所在的Ｄ镇扩张，土地快速升值，村民们才意识到可
能已经丢掉了本来端着的“金饭碗”，后悔当初轻易交出土地，而村里答
应过的卖地追加补偿又未兑现，后悔转换为吃亏感，成为了积累怀疑和
不满的大众心理根源。村里的卖地款是怎样用的，如何增值的？村里的
收益与村民还有没有关系？干部有无侵吞公款嫌疑？一系列的疑惑不

断产生。只是因为当时人们并没有证据，疑惑才没有漫延。但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一些外出打工者注意到其他地方的农民不仅得到了卖地补
偿，而且，还定期享受集体收益分红。两相比照，不公正的认知框架开始
形成，村民们终于意识到应该有所质疑并将这种疑惑表达出来。
可见，不满固然是集体行动的前提，但更为基础的还在于不满的道

义建构。甘姆森（Ｇ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２：３２－３３）认为，这种道义建构的目的在
于形成一种认知上的“不公平框架”（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　ｆｒａｍｅ），因为只有对“不
公”（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的体认，才有“正义的愤怒”（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　ａｎｇｅｒ）基础。所
以，要凝聚“正义的愤怒”，就必须要有对造成不公的指向归因，“即使这
个目标是错误的，并非造成自己现实苦难的真实原因”。客观地说，ＤＨ
村民早已不以种地为谋生基础，因此，土地被卖并不能简单地被说成是
生活不佳的根本缘由。但是，不满的人们总会设法去建构自我困境与外
部环境的关联，而在集体经济共同体背景下，这种关联自然会指向村庄
资源配置与自我生活的关系。因此，同等条件下外村与本村的差别，自
然会在村民心中引发“不公”与“被剥夺”的怀疑。尽管这些怀疑一时无
法证实，但只要自我生存处境不佳与村干部非法侵吞卖地公款的逻辑一
经建构，不满和怨愤便会油然而生，抗争的酝酿也因此开始。
人们可以从《我们不是亡村奴》这封由某村民在２００９年４月３日

向村内散发的公开信中见到这种归因。信中，作者为自己和其他村民
近年来因失去土地外出打工及由此饱受的生活艰辛鸣不平，并揭露村
中的不公现象。比如，村民“辛辛苦苦了一辈子就连个平板房都住不
上”，村干部却“上××餐室、××餐厅吃海鲜，记账月结，再划土地当
还”；部分村干部及亲戚承包海上渔场养殖虾、蟹、蚝，村民“只有咽口水
的份，就连想耕种几分地都难如登天”。作者进而质疑“养殖猪场”、“海
马养殖基地”、“××庄园”、“×××旅游区”等诸多卖地项目的款项及
“××针织厂”等企业的租金去向，责问“难道这些所谓的村干部们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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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啥叫《农村土地管理法》吗？还是《农村土地管理法》在中国根本就不
存在？”“这就是所谓的村民集体投资？”该信作者将村里的“卖地”、“干
部公款私吞”与村民生活的艰辛做了直接勾连，将不满夯筑在道义的基
础上，“像这天大的事就没人来主持公道，难道国家就没王法啦？……
今时今日的社会，没有各自几亩耕种土地的百姓算啥农民，……我们誓
死不做亡村奴！！！”
其实并不仅仅是留在村里的村民，其他外出者也都对村里卖地收

益的去向产生了怀疑。常年在省内某市打工的ＺＬＨ就提到当地其他
村子的村民每年都有近百万元的土地分红，“为什么别人有，我们没有。
我不是嫉妒。村里人打工打了半辈子，就住个破房子，我为村民不服。
我们应有的利益被侵犯了”（清华大学课题组，２０１２）。
有了利益被剥夺的道义建构，集体行动的形成就为时不远了。当

《我们不做亡村奴》的传单在村内散发并被挂到网上后，怀疑和不满迅
速感染了村民，以ＱＱ群为媒介，数百位青年开始集结，村中一些有影
响力的人物，如中学老师ＳＨＣ、村民ＹＳＭ等也纷纷出头，开始策划更多
的上访。相同的情感诉求成为动员和联合村民的基础。

（二）情感引爆：道德震撼与抗争爆发
基于对诸多群体性事件的考察，我们注意到，事件的爆发需要对情

感临界点的突破，而意外事件的刺激往往是突破的关键。在意外事件的
刺激下，不仅不满被引爆，燃烧的不满还可能导致极端行为。关于意外
事件在社会运动情感引爆中的作用，贾斯柏（Ｊａｓｐｅｒ，１９９８）用“道德震撼”
来界定，意指事件对目睹者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和道德刺激，以致成为诱
发运动的关键。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１日，正在准备上访的村民意外遭遇进村
丈量土地的ＢＧＹ工作人员，以为是要破土动工。这一“误解”旋即引发众
怒。据说几个年轻人提着大喇叭在村口高声呼喊村民上访。“村民实在
是忍无可忍了，连小学生都偷偷从家里偷了锣，在村里边跑边敲，我们扯
了白布让大家签名按手印，一共签了２０００多人，最后到市政府的一共有

３０００多人，很多人没签上名，直接赶到市政府去。”８

８．引述于ＺＬＨ的回忆。参见：吴丽玮，２０１１，ＤＨ土地纠纷与宗族之争［ＯＬ］∥三联生活网
（２０１１－１２－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ｆｅｗｅｅｋ．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１／１２２０／３６０８０．ｓｈｔｍｌ。

群众终于行动。这种行动受强烈的“道德情感”驱动，使行动者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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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的正当性，并引发对抗争对象的敌视。“人们通过执行‘道德工作’

和使用‘正义框架’，把情感能量集中于这些外部现象上……并用‘正义’

来疏导情感，以使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合法化”（特纳，２００９：１７２）。所以，

当上访者在市政府得到“ＢＧＹ那块地还没卖”的答复后，又汇集到ＨＴ工
业园讨说法，“既然地还没卖，你干吗要到我们ＤＨ这块土地上来勘探？”
（清华大学课题组，２０１２）在无法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部分村民一怒之
下砸了施工设施。继而又返回村委会追责主事者，因未寻找到ＸＣ却遇
到在场村干部的搪塞，情绪激动的村民又将村委会的办公设施砸烂。

计划中的维权因为意外事件的震撼转为大众的暴力发泄，同样的
“道德震撼”还在继续发挥效应。９月２２日晨，Ｌ市公安进村，路遇村
民发生冲突，一个小孩被打，旋即有传言说有小孩被打死，这一消息再
次引爆愤怒。在村民看来，连无辜的小孩都遭到毒手，情何以堪？于
是，村民瞬间云集，拿着铁锹、石头与全副武装的防暴武警展开了对抗。

冲突中几辆警车被掀翻、砸烂，多名村民受伤。

（三）情感持续：抗争组织与情感管理
９月的冲突后，ＤＨ一度沉寂，这种沉寂与政府的工作有关。从９
月下旬冲突到１１月事件再度激化期间，基层和地方政府做了一些工
作，如对村里的卖地问题作了调查，没有追究有打砸行为的村民，还给
临时主事的理事会代表每人按月发放生活补贴１０００元，承诺规划宅基
地给住房困难户盖房子，拨款２００万元解决村民子女上学难等问题（清
华大学课题组，２０１２）。然而，村民对政府工作并不满意，他们想要彻底
解决问题的期望很强烈，尤其是ＸＣ出走后，临时理事会对村里的土地
进行了调查，对真相的知晓，使村民的心情更加激愤与急切。９

９．此前村民只是想查清村里的土地买卖情况，现在则提出了收回土地的要求。

１０．从客观上说，长期积累下来的土地矛盾一时是无法解决的，无论当初实情如何，出卖的土
地都是有合同的，推翻不认，很难操作，何况类似问题并非只存在于ＤＨ。所以，它其实是一
个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问题。

格尔（Ｇｕｒｒ，１９７０）指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满
足价值的能力，当社会满足价值的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预期时，人们就
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并产生相应的行动。同样，由于政府面对长期积累
的土地问题一时寻不到破解之道，自然会被认为是在有意拖延，而相应
的工作也会被指责为是施小利和避重就轻。１０从村民的角度来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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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为何ＸＣ等人明明“罪证确凿”，却没有马上受到惩处；既然卖地
有问题，为何不能收回？村民往往会更多地从道义的应然而非操作的
实然方面去想问题，故而疑虑与不满会再次增大。加之政府每７天进
行一次调查进展通报的承诺未能兑现，镇里派来的代理村支书ＣＲＪ与

ＢＧＹ房地产开发项目主任有舅侄关系，这一切又都使村民将不满从村
干部转移到了政府。于是，临时理事会和更具广泛性的村民大会通过
了在１１月２１日上访的决议，意在向政府施压。
共同的利益认定使村民的情感凝聚力大增，而这种凝聚又转化为

联系紧密的组织化行为。组织者开始为维权活动筹款，还成立了妇女
代表联合会、老年人联合会等组织，“一盘散沙”的村民在抗争中联结成
一个共同进退的整体，参与行动的村民越来越多，而组织者也借各种
“情感动员”来强化和维系组织化抗争。临时理事会负责人ＬＺＬ在每
一次的村民大会上都以慷慨激昂的演讲来激励村民的斗志，他向村民
保证：“市政府和 Ｄ 镇一日不答复，不解决，我们就有决心坚持到
底”。１１分管宣传的ＺＪＸ等人则借助现代媒介工具来进行情感动员，他
们将维权的过程拍成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影片在村内放映，并将其放
到网上，以引发更大的关注。

１１．参见：匿名网民上传视频：《ＤＨ》（上、下集），取自新浪微盘ｈｔｔｐ：／／ｖｄｉｓｋ．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ｓ／

ｆＢｗＴｊ，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访问。

１２．参见：匿名网民上传视频：《ＤＨ》（上、下集），取自新浪微盘ｈｔｔｐ：／／ｖｄｉｓｋ．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ｓ／

ｆＢｗＴｊ，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访问。

由此，我们便在上述一系列的作为中看到了西方社会运动研究所
说的“情感管理”。实际上，情感管理是情感表现的另一种方式，是情感
在经过管控后所进行的“表达”。如果说西方的社会运动都需要对负面
情感进行管控，那么，在中国，这一点就显得更为重要。９月２１日冲突
后，村民们都清楚泄愤可能会导致的后果，开始收敛情绪。ＬＺＬ要求村
民，“一定要讲政策，摆依据，讲道理，要注意文明，千万不要伤害别人，
也不要伤害物件”。１２可以说，控制情绪成了此后村民行动的一条准绳，
这可视为组织者进行情感管理的开始。至此，我们便可看到村民们相
当注意情感表达的技巧。如他们不同意政府对ＤＨ抗争的定性，却没
有直接对政府提抗议，而是将矛头指向国内媒体，尤其是那些自我定位
高、影响大的媒体。“ＮＦＷ是媒体行业的顶级败类，报道不客观，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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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ＮＦＷ报道失实，丧失职业道德”等标语开始出现在村口的醒目
位置，并被放到网上。在１１月２１日的集体上访中，村民更是注意情感
的自我约束，１３村里还专门组织了维安队，以防止外来人员破坏。从流
传出来的图片、影像以及媒体报道看，上访过程中村民虽然通过喊口
号、拉横幅、打标语等方式表达诉求，但对口号设计和标语排放都做了
周全的考虑和安排，如排头的几条巨大横幅分别是“一手遮天，扼杀民
主，官商勾结，毁我家园”、“誓死捍卫耕地，ＤＨ人民绝不妥协”和“拥护
共产党，拥护党中央”，内容激昂、夺人眼球，却合规，而一些有可能被认
为是超越具体利益，包含一般性政治诉求的标语则只出现在很小的旗
子上。组织者是要以这样的安排来告诉政府，ＤＨ人所关心的是切身
利益，没有他想。１４而上访队伍在行进过程中也始终注意秩序，避免极
端行为，到达Ｌ市政府后，大队人马席地静坐，在市领导收下诉求信
后，上访队伍旋即有序回村，整个过程显示了对理性维权的周全考虑。

（四）情感巅峰：悲情倾诉与正义表演
从ＤＨ事件情感发展的轨迹看，１２月９日是一个转折点，之后，官

民双方其实都将对方和自己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此时，村民的抗
争会怎样发展，还能持续多久，谁也无从知晓，也许政府在定性事件时
对一切可能的结局都已做了考虑，也许村民仍会坚持，也许他们在事件
被重新定性所引发的“合法性焦虑”的重压下会最终放弃抗争……然
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突然发生了连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

ＸＪＢ在狱中猝死的情况。突发的意外又一次引发了道德震撼，使ＤＨ
陷入极度的悲情与激愤之中，更令政府进退两难。

１３．有关对当天上访更全面细致的报道，可参见张倩烨新浪博客：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ｓ／ｂｌｏｇ＿５４ａｆｂｄ３９０１０２ｄｗｘｏ．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３日访问。

１４．对ＤＨ事件中所使用标语的详细分析，可参见：蔡元慧、党浩、穆怀林，２０１２，《中国农民群
体性事件中的组织传播与情感研究———以２０１１年××ＤＨ事件中的标语使用为例》。台北：
中华传播年会２０１２年会议论文。见中华传播学会官网（２０１２－０７－０７）：ｈｔｔｐ：／／ｃｃｓ．ｎｃｃｕ．
ｅｄｕ．ｔｗ／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ｈｐ？Ｐ＿ＩＤ＝１４４６＆Ｐ＿ＹＥＡＲ＝２０１２。

１５．ＸＪＷ称政府将父亲身上的伤痕解释为“尸斑”。

死亡作为集体行动的起因，不在于死亡本身，而在于生者对死亡特
别是惨死的反应，这一点尤其能够触动人们心中最为强烈的情感因素
（塔罗，２００５：４９）。ＸＪＢ之女ＸＪＷ 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反复提及父
亲遗体的累累伤痕，不能接受父亲意外猝死的说法。１５其他的村民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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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不相信，“活活跳跳没什么事怎么死了”？ＸＪＢ人缘好，维权抗争敢于
出头更令人敬佩，突然的死亡，无疑使他成了ＤＨ的英雄。在１２月１２日

ＸＪＢ的追悼会上，申冤口号震天，村民情绪难控，众人齐齐跪拜。ＸＪＢ的
遗像、灵堂灯烛、白色丧服、黑纱挽帐等，这一切都在营造着“申冤”和“血
债血偿”的浓烈气场。１６喊冤与控诉从来是中国底层表达抗争的惯习，此
时他们再一次援用这种惯习，要求交还ＸＪＢ的遗体，更要求为他的死讨
一个公道。死亡成为激励和维持ＤＨ抗争的新的动因，而此后每天的集
会，更成为村民倾诉悲情、凝聚气场和激励斗志的公共空间。
其实，由于政府态度转硬，一些村民本已动摇。在１２月９日ＸＪＢ

等人被捕的当天，“有的村民情绪很激动，（害怕）可能会出现暴力。１３
个临时代表也散乱了，只有两三个是积极的，但是在安抚村民情绪的时
候，村民不像从前那么听他们（ＬＺＬ等人）的”。１７视频材料也显示，村民
担心政府抓人，恐惧情绪溢于言表。１８但ＸＪＢ之死及此后持续的集会，
无疑提供了战胜恐惧的“鼓舞机制”（Ｇｏｏ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Ｐｆａｆｆ，２００１）———气
场浓烈的集会，煽情的演讲，哭天抢地的申冤，这一切又使抗争激情重
新燃烧，并达致巅峰。而村民决定抬棺上访，则是悲情倾诉的至烈形
式，也可以称作是“正义表演”。

１６．参见匿名网民上传视频：《ＤＨ》（上、下集），取自新浪微盘 ｈｔｔｐ：／／ｖｄｉｓｋ．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ｓ／

ｆＢｗＴｊ，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访问。

１７．参见：杨璐，２０１２，一座村庄的利益诉求以及转机［ＯＬ］∥三联生活网（２０１２－０２－０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ｆｅｗｅｅｋ．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２／０２０６／３６３８２．ｓｈｔｍｌ。

１８．参见：匿名网民上传视频：《ＤＨ》（上、下集），取自新浪微盘ｈｔｔｐ：／／ｖｄｉｓｋ．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ｓ／

ｆＢｗＴｊ，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访问。

１９．参见：匿名网民上传视频：《ＤＨ》（上、下集），取自新浪微盘ｈｔｔｐ：／／ｖｄｉｓｋ．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ｓ／

ｆＢｗＴｊ，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访问；《ＤＨ三日》，取自新浪微盘ｈｔｔｐ：／／ｖｄｉｓｋ．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ｓ／ａｎＩＱｒ？

ｔ＝ｆｉｌｅ，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访问。

悲情倾诉和正义表演成功地吸引了外界的关注，经由村里的新闻
发布、驻村的外媒报道和网络传播，使ＤＨ事件产生了国际性影响。维
权组织者和村民都清楚，外界对ＤＨ的情况越了解，越同情，他们就越
安全，成功的机会也越大。所以，示威和集会的一大功用就在于它的对
外展示性。故而，在悼念ＸＪＢ的活动中，村民会特别面对镜头下跪痛
哭，还会追着摄像机“表演”。１９有记者就提及遇到村民的示威“表演”，
甚至有村民向记者明示，为了让记者看到，他们不顾饥饿与口渴，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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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小时，２０村民抗争的画面都被拍摄上传到网上“现场直播”。总之，

ＤＨ人将这种正义的表演发挥得恰到好处。事实上，也正是通过互联
网，广大网民才得以了解事件的进展，并进行声援。这种声援甚至还从
线上发展到了线下，Ｇ省内一些大城市的大学生在闹市区打出了声援

ＤＨ的标语。互联网所汇聚起来的民意因此成为影响事件的重要因
素，而这也正是村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
抗争者特别注意防止愤怒的恣意宣泄，注意对情感表达进行包装，这

反映在抗争的标语口号不再激进，被突出的是“为ＸＪＢ申冤，还我土地”的
诉求。而且，村民还频频呼吁中央介入，“党中央，请救救ＤＨ，救救祖国，党
中央也被Ｌ市政府和谐了吗？”２１通过此类吁求，ＤＨ人意在向高层显示他
们绝无与“境外势力”串联的意图。一份《致媒体朋友》的中英文告示就明
确表示，“对于我村事件，还请正面报道，……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爱国
家”（清华大学课题组，２０１２）。这种强调，反映了他们的清醒。

２０．参见：吴丽玮，２０１１，ＤＨ土地纠纷与宗族之争［ＯＬ］∥三联生活网（２０１１－１２－２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ｆｅｗｅｅｋ．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１／１２２０／３６０８０．ｓｈｔｍｌ。

２１．引自ＺＪＸ搜狐微博：ｈｔｔｐ：／／ｔ．ｓｏｈｕ．ｃｏｍ／ｐｒｅＥｘｐｒ／ｍ／２４６８６９８３１８，２０１３年１月３日访问。

２２．参见匿名网民上传视频：《ＤＨ三日》，取自新浪微盘ｈｔｔｐ：／／ｖｄｉｓｋ．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ｓ／ａｎＩＱｒ？ｔ
＝ｆｉｌｅ，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访问。

情感的约制还包括对真实情感的掩饰。ＤＨ人清楚风险所在，所
以，他们甚至还会有意表现出某种顺从。这正是当前群体性事件无法
回避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抗争者的行为上，就如同斯科特（２０１１：

３４４－３５０）通过对马来西亚塞达卡村的研究所观察到的那样，从属者在
与支配者的照面中只能将不满和怨愤的意识形态加以隐藏，表面上装
出服从与毕恭毕敬。因此，尽管ＬＺＬ并不接受省工作组领导要其“以
功赎罪”的带话，反问“难道一直为村民争取他们应有的土地权利是有
罪吗？”但当他真正面对这位高官，却又表示愿意自首，任由政府处
置。２２ＬＺＬ代表村民向政府提出的要求，涉及释放被押村民、归还ＸＪＢ
遗体，却回避追究ＸＪＢ的死因（之前他一直坚持这一点）及对相关官员
的问责，他清楚这会使政府无路可退；他要求承认临时主事机构的合法
性，却没有追问对土地问题的具体处理意见。总之，组织者希望在村民
的要求和政府的面子之间回旋，以争取妥协与共赢。因此，即便是要进
行悲情倾诉与正义表演，也必须掌控好火候，拿捏好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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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Ｈ事件中的情感呈现及管理特征，最为鲜明地体现出当下中国
群体性事件中抗争者与国家的关系特质，即抗争者由初期对具体对象
的泄愤到中后期对抗争自身“合法性困境”（应星，２００７）的忧虑。所以，
随着事件的推移，对于情感的表达会更加体现出刻意塑造的特征，通过
这种塑造，以建构抗争的道义形象、法理依据和为权力者所圈划的政治
正确。而最后一点至为重要，抗争者们深知，无论多么强烈的道义与法
理支撑，最后都得圈定在权力者所许可的范围之内，顾及到权力的尊
严。因此，无论抗争本身能汇聚多么大的能量，都不能不受节制地加以
发挥，情感的控制性表达最后也都会成为左右抗争的资源与手段。由
此，事件也随之告别初期的激进，进入到更为温和持中的阶段。这样，
宏观背景下媒体及舆论对事件的支持就不再必然是情感的助燃剂，而
更有可能被用来作为赢得同情，实现与政府沟通与妥协的工具。显然，

ＤＨ事件非常全面地展现了这一点。

四、延伸性讨论与结论

不同的群体性事件具有不同的诱因，但相同的社会矛盾及其结构
化背景却可能使事件参与者面临共同的情感体验，因此，对于ＤＨ事件
情感轨迹的解读，其意义不仅在于ＤＨ事件本身，更在于它对理解其他
群体性事件是否具有解释力。由此，本文需要追问的是：经由ＤＨ事件
所梳理出来的情感要素及其变化机理，是否也能够有效涵盖和解释更
多群体性事件的情感特征？我们注意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大多
数群体性事件呈急骤式的爆发与结束的特征，未必有机会展现丰富而
完整的情感变化的过程，但是，只要人们承认任何微观行动及心理与宏
观结构互构互塑这一点，那么，这种追问就不仅能够帮助检验ＤＨ事件
研究结论的外推性，还将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其塑造机制。以此为基础，
方能对群体性事件的一般情感逻辑进行理论提炼。２３

２３．为了确保讨论准确有效，本文对涉及本节其他案例的各种纸质和网络报道进行了反复查证。

从ＤＨ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遍感受的不公是集体行动的触发
点，对不公感受的积累与道义建构是行动的群体心理基础。但是，仅仅
指出这一点还称不上是学术发现，因为它也是所有激情事件，包括现代
西方社会运动的基础。而当下群体性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这种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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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所带来的激情行为更有可能与“社会泄愤”相联系，从而在给社会
秩序造成冲击的同时也给事件参与者自身造成困境。初期的ＤＨ事件
如此，其他一些被报道的群体性事件也是如此。如２００５年浙江东阳县
画水镇辖属的画溪五村等村庄村民因长期反对镇上化工企业污染无

果，遂于３月２４日起自行封堵镇里的化工工业园。４月１０日，又与前
来疏导的公安、城管发生摩擦，当现场出现有老人被警车碾死的传言
后，一些群众遂以石块攻击、追打公务执法人员。又如云南孟连县勐马
镇勐啊村胶农因与橡胶公司就橡胶收购价格发生矛盾，出现打砸行为，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９日公安进村抓人时，一些情绪激动的胶农手持长刀、钢
管、铁棍等向公安攻击。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暴力泄愤成为群体
性事件中的多发现象，“社会泄愤”也才会被于建嵘（２００９ａ，２００９ｂ）用作
分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概念。问题在于，于建嵘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所
重视的主要是泄愤者与泄愤对象间的利益非关联及情感宣泄的盲目、
从众、无端、暴烈与混乱，并以此来与“理性维权”作类型区分，这样处理
就有点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结果，当人们将视线转到理性维权时，
往往会看不到情感的因素，在提及社会泄愤时，又回避了行为者的理性
追求。

２４．指将警车掀翻并点火焚烧。

其实，我们也同样可以从瓮安事件等典型案例中发现，即使像此类
最后发展为暴力宣泄的事件，在最初可能也是有一定理性基础的，尽管
这种理性未必建立在直接的利益关联之上。瓮安事件起因于瓮安市民
不满有关方面对中学生李树芬意外溺亡事件调查结果的通报，因缺乏
对不满的疏导，最终酿成过万市民为李树芬请命的游行示威。由于示
威得不到官方回应，一部分人怒砸并烧毁了公安局和县委、县府大楼。
可见，所谓“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动机，最初也未必一定都是借机
破坏，而不妨说是多重心理的杂糅与交叠，其中不排除有少数纯粹泄愤
者，但泄愤的基础却可能是行为者对生存处境长期不满的即时性反应。
事实上，有相当数量的泄愤者自认为是出于为弱者请命的正义认同和
打抱不平的道义追求，即内含行为的价值基础。从事后的采访看，一些
动手打砸的民众也表示，“听说李树芬是被人害死，觉得不公平，为了发
泄，才跟着抬车２４”（刘子富，２００９：４０）。如果我们再仔细检视近年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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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类似事件，比如２００４年重庆万州事件、２００５年安徽池州事件、

２００９年湖北石首事件、２０１０年安徽马鞍山事件等，都可以发现，那些本
来与事件无关的民众之所以会卷入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他们觉
得当事人所遭遇的不公已经超越了旁观者可以容忍的道德底线，从而
基于义愤参与围观、抗议甚至打砸。由此而言，无论是利益相关者还是
无关者，不公的强烈感受往往都是他们后来表达宣泄的心理基础，而后
者可能同样认为是在体现他们所认定的理性———一种有别于工具理性
的价值理性，而这种价值理性的普遍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对转型
社会官民矛盾的反弹。
正因为民众基于情感正义加入到事件之中，所以情感对群体性事

件的另一大影响就在于它成为事件扩大的媒介。情感的激发会使更多
人群———无论利益是否相关———加入到集体行动之中。ＤＨ事件初期
的参与者只是一些年轻人，但很快整个村庄都卷入进来，继而又通过各
种媒介使村庄之外的更多人被吸引到事件当中。情感认同还起到了组
织化的功用，成为维系凝聚力的核心支撑。中国的非官方组织向来受
到严格管控，作用空间狭小，但情感则是无形却又可以彼此共享的，所
以，对于不公的共同感受，即使并非基于直接的利益关联，都有可能激
发群体行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许多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很难说
是因为组织者或者核心成员运用了多么精巧的动员技术，而是最为原
始的情感召唤在其中得到了共鸣和回应。２００９年的石首事件即是如
此。是年６月１７日，石首市永隆大酒店的厨师涂远高被发现留下遗书
后坠楼身亡，家属围绕他的死因及赔偿问题与酒店发生争执，停尸酒店
大厅，到场的公安劝说无效后要求限时拉走尸体，涂家人遂跪在酒店大
门口哭喊求援。此举吸引了大量人群围观，最多时人数多达数万。围
观人群不让拉走尸体，与公安和武警发生了持续几天的冲突。其实，涂
家人的下跪哭喊很难说是什么专业化的动员，但是却引发了围观者强
烈的情感共振，使他们都情不自禁地加入声援。可见，即使下跪与哭喊
是悲情的策略，但民众自发的情感响应及相互感染，以及由此形成的大
范围情感自我动员，却无疑是导致事件升级的更重要的原因。因此，可
以这样说，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主要依靠的是情感动员而非西
方社会运动所强调的组织动员。尽管前者的专业化程度远低于后者，
但由于事件中某些关键性情节触碰了人们的心理底线，引发道德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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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得情感动员发挥出巨大的动员功效，客观上成为引发大规模群
体性事件的关键因素。
由此，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情感如此容易成为支配群体性事件的

核心因素？答案可能在于，既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没有为常态化
的民意表达与情感疏导提供足够的渠道，从而使弱势群体在面对他们
所认为的不公时，要么选择忍受———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如此，要么就因
忍无可忍而选择反弹。而基于不公感受的怨恨性积累及其道义建构，
即转型社会中弱势群体对资源配置强弱零和博弈游戏及其结果的不满

与概念普化———类似于斯梅尔塞（Ｓｍｅｌｓｅｒ，１９６２）意义上的“一般化信
念”（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ｂｅｌｉｅｆ）———及其相应的弥漫性情感，则是其社会心理
基础与行动情境。２５既然民众从心理文化到行为方式上难以获得公民
化的塑造，其情感投向和表达也就容易呈现为一种在沉默与爆发之间
的两极摆动———即由冷漠和躲避到违反制度和法律规范的群氓性冲
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似乎是从臣民到暴民再到臣民的传统行为
模式的现代翻版，不同之处只是在于，现代化使国家操控社会的力量成
百倍地增长，民众则依然停留在被动承受状态，因此，传统的动乱在一
定意义上已经被消弭，留给弱者和底层的空间或许就只剩下宣泄。

２５．不公概念普化的另一个前提还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有关公正认知的观念变化有关，即日
渐开放、自由和理性的社会环境与价值导向使置身于新旧价值与规范交叠转换中的弱势群体
对不公的容忍度降低，并将不公归因于精英阶层及其背后的权势集团。

２６．马鞍山事件起因于旅游局长汪某打伤中学生胡某。当时胡的自行车与汪的车发生刮蹭，
汪下车后将胡打伤，同车一名女性下车后不仅不道歉，反说“打得好！”结果点燃在场群众的怒
火。万州事件系由自称“公务员”的胡姓男子（实际上是水果批发市场临时工）殴打一位农民
工引发。该农民工不小心撞到胡的妻子，遭到胡用扁担毒打，胡还叫嚣自己关系很广，可以用
钱买他的命，令围观群众义愤填膺。更令群众气愤的是，到场的公安没有现场处置胡，还阴差
阳错地与其握手，更引发了群众的愤怒。

在民众的情感宣泄中，地方和基层政府往往成为承受对象，进而演
化为官民冲突。ＤＨ事件如此，石首事件亦如此，马鞍山事件中肇事者
汪某的官员身份更是事件扩大的一大导火索，而万州事件的肇事者胡
某虽然本身并非官员，但却因其谎称是公务员也引发了围观民众的愤
怒。２６可以这样说，在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中，官权以及作为其载体
的人群、身份、符号甚至器物（比如警车、政府大楼等），都往往成为民众
情感宣泄的对象。之所以如此，可以说仍然与既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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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有关。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无时无刻不渗透着官权的影响，而官
民之间的等级化差异，也在个体经历和群体社会化两个方面强化着人
们关于社会矛盾的认知，只是基于对威权的畏惧，人们一般才不会去触
碰基本的红线，只是选择性地针对权力的外围和边缘地带进行发泄，故
民众无法忍受的不满就多指向权力对于自身和周遭利益的损害。这种
指向风险相对较低，加之转型期的利益趋动及压力型体制又易使地方
和基层权力越轨，使其有违合法和道义理据，这也给民众提供了集体行
动的理由与道德勇气，于是，与民众利益更加直接相关的地方和基层政
府自然会成为群体性事件中情感宣泄的主要对象。这种宣泄因为基本
不涉及“合法性困境”，且与传统上百姓习惯向高层青天喊冤的模式对
接，因而也就有可能避开弹压，甚至最终获得高层的宽容。这种空间，
当然会反过来增强民众情感指向的坚定性，甚至使其在宣泄中暂时将
对安全的忌惮抛诸脑后。
但是，既然安全忌惮只是暂时抛诸脑后，那就说明其作为制约民众

行为的刚性因素始终存在。而由于群体性事件所追求的大多是具体的
诉求，即便求诸更加抽象宏观的价值动员，也多只是一种“框架借用”
（ｆｒａｍｅ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黎相宜，２００９），因此，说情感之于群体性事件具有
支配作用，并非专指情感的恣意发作，同时还指事件中的情感管控。也
就是说，对于情感的管理也同样是群体性事件中较为普遍的现象，甚至
可说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特征。正是因为情感管理的普遍化，才使得具有
暴力特点的群体性事件在当下的中国并非常态。

２７．米尔斯在１９５１年出版的《美国白领》一书中已经注意到科层制下的权力等级关系与美国
中产阶级情感表达之间的关联，不过，系统地提出情感管理概念并更有影响力的研究，当数霍
赫切尔德于１９８３年出版的著作《被管理的心》（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Ｈｅａｒｔ）。

“情感管理”的概念最早出自霍赫切尔德（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０３），２７她
发现资本主义的剥削与管理方式已从对劳动力的剥削深入到人的感情

和内心，促使人必须主观上管理自己所感受到的情感，使情感表达符合
既定的需要（如场合、地位、职业等）。例如，无论飞机上的服务员个人
内心多么不愉快，她们都需要在工作时对乘客笑脸迎送，这即是霍氏所
称的“情感劳动”。进一步，她提出“情感规则”（ｆｅｅｌ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的概念，
即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关系決定了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可以表达什

么样的感情。例如在科层体制下，上级老板可以对下级发脾气，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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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行。如此，情感管理其实就是指从属者在面对支配者时对自我情
感进行的控制。这一概念被沿用到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多指运动组
织者对成员正面情感的动员及负面情感的疏导。其实，将其引入中国
的群体性事件研究中倒是更能够贴切地体现出这一概念的原意，因为
正是通过事件参与者对情感非常自觉的约制，我们才得以透视事件背
后的宏观权力结构关系。而一般所说的“理性维权”、“情感掩饰”与各
种“情感表演”，其实都是这种结构关系支配下情感管理的不同面相。
民众对自身情感的克制很容易从近年来的一系列理性维权案例中

看到，如２００７年厦门市民反对ＰＸ项目的维权行动。在环境意识日益
提升的背景下，厦门市民对于可能影响自身和后代健康的ＰＸ项目设
在距离城市不远的地区无法接受是抗争的主因，首先是部分市民以短
信、口传等方式号召人们起来抵制，继而聚集到市政府附近示威，喊出
“反对ＰＸ，保卫厦门”、“抵制ＰＸ项目，保市民健康，保厦门环境”等口
号，但活动中市民们自始至终都保持了克制，避免与公安武警发生冲
突。同样，２００８年１月上海部分小区业主反对计划中的磁悬浮列车延
长线距小区过近而举行的抗议也与此类似，业主们以“散步”和“集体购
物”的方式聚集到闹市区，打出了“和谐社会，反对磁浮！”“反对磁浮，保
卫家园”等标语，整个过程和平理性。此外，在诸如广州番禺等地的环
境抗争中，我们也都能看到此类情况。２８

２８．从近年发生的典型群体性事件中我们还注意到，集体泄愤现象更多地出现在乡村，而理
性维权的案例则多发生在大中城市。个中原因，可能是基层社会公权力行政的规范性更差，
更易累积怨愤，而地缘化网络关系又容易让这种怨愤传播，且乡村基层处于公权力结构系统
的底层和边缘，维稳力量相对薄弱，一旦民怨爆发，就可能出现短时失控。而城市是陌生人社
会，缺乏紧密的地域性社会动员网络，且市民文化程度更高，不轻易走极端，加之维稳力量强
大，这些因素都可能让他们在集体行动中保持克制。但这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推论，若要深
究，尚需另文专述。

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都是巧妙地利用法律空档，行为上打擦边球，
对情感表达进行包装，刻意营造公开抗争文本的宏大性与正义性，回避
政治，和平理性表达诉求，自觉规避过激行为。所以，尽管抗争规模不
小，却都没有演化为社会泄愤，且最后都达到了目的。情感的克制可以
看做是公民文化的成长，但也可以视为是民众在官权面前的集体被动。
不过，情感表达的转换，即以各种掩饰性策略和“顺从”姿态所展示的“情
感表演”，其实是民众进行“隐性”抗争的策略，也是中国群体性事件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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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进行情感管理的特殊形式。如ＤＨ人围绕ＸＪＢ之死所“展演”的一系列
“情感剧”，其他一些群体性事件中民众向当局下跪、示悲、喊冤、呼唤青
天等，“手法”都谈不上新颖，无非是底层传统抗争策略的再现，但是其催
情性和社会动员性却极强，从而使得权力者不得不小心应对。
情感表演是群体性事件中实施情感管理非常重要的一环。这种表

演，除了唤醒官员的人性同情与怜悯，争取围观者的支持外，一个重要
的延伸性效应还在于其可能以现代媒介的远程传播来促成网络声援。
也就是说，情感表演一旦被有意无意地运作于网络，就可能调动起更大
范围的社会同情与支持。因为对于置身于事件现场的人来讲，他们可
能更加理解事情的复杂性，也更可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事件中官民双方
各自的立场，甚至一些过分具有展示性质的举动未必能得到旁观者的
回应。但是，那些脱离了原始场景的“现场展示”一经网络传播，则会成
为非现场围观者判断事件的全部信息，从而给他们以极大的刺激。比
如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３日，辽宁庄河市海洋村上千农民因出卖土地后赔偿
款未落实，到市政府前集体下跪，要求解决问题，这个情节被有心人拍
下来上传到网上，造成了很大的煽情效应，最后导致庄河市长被撤职。

２０１０年的宜黄事件也有类似特点。“自焚”惨剧发生后经由微博“直
播”的双方争抢死者尸体的文字，当事人之一钟如九被带上大巴，脸贴
窗户泪流满面，反复敲打车窗的画面，也都被建构成一场强权与悲情的
表演，成了激荡网络民意的关键（吕德文，２０１２）。总之，在传媒未放开
却又已露缝隙的情况下，受众会偏向选择性接受此类经由网络传播的底
层“悲情演出”。有时，这种“演出”甚至可能成为包括对底层持有强烈同
情倾向的媒体人以及在客观上发挥大众传播作用的非媒体人共同参与

的“共谋”。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此处所说的“表演”和“煽情”都是沿用专
业词汇进行的分析而不是价值评判，而且我们更深知这些“表演”和“煽
情”与其说是弱者的刻意所为，不如说是他们在自认没有其他办法下的
被迫“选择”———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个主观上有无“表演”动机与客观上
有无“表演”效果的区分。但不管怎么说，必须承认，它们一经镜头捕捉
和网络传播，即会发挥出强大的情感杀伤力，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起
到汇聚同情、声援弱者和谴责声讨强者之巨大声浪的作用，从而成为弱
者反制强者的致胜利器。就此而言，“情感表演”无疑成为中国式抗争的
一种特殊方式，成为我们比较中西社会抗争之异同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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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合更多案例所做的延伸性讨论，使我们对经由ＤＨ事件所
梳理的群体性事件的情感机理得到了进一步确证，并对其塑造机制有
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便能够进一步借助既有社会运
动研究的理论框架来比较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定位其情感表达的
特征。当然，这种比较与定位仅仅具有相对而非绝对意义，因为中国群
体性事件的制度环境、社会氛围、自身发育和社会效果等都与严格意义
上的社会运动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就其作为民意表达的特殊方式
而言，却又具有社会运动的属性。因此，将其纳入比较视野做进一步思
考，有助于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提炼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中
国的群体性事件尚未获得如西方社会运动那样的合法性与制度化保

障，但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控制松动，又使一些不带有政治挑战性而只具
有具体利益诉求的抗争有了产生的可能，所以，群体性事件其实就是在
这种 “合 法 性 困 境”与 “政 治 机 会 结 构”２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空间的缝隙中寻求生存，而消解合法性困境并撑大机会空间
所依靠的一条重要而有效的路径，就是诉求的道义基础，依此，才可能
获得行动勇气与正义理据，让为政者默认或接受。这就决定了群体性
事件的最基本依赖是强烈的道德情感而非专业化组织，而既有制度无
法有效地舒缓转型期的结构性紧张，易令民众郁积不满，这本身也构成
了群体性事件的弥漫性政治文化背景。由此，我们认为，被赋予了正义
认知的道德情感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并催生高潮和持续坚持
的最重要机制。这就决定了情感因素在中国当代群体性事件中发挥着
远比西方社会运动更加重要和关键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群体性事
件中的情感动员在更多时候就替代了社会运动研究所强调的组织化和

专业化动员的作用，成为学者在研究中更应当注意的因素。而情感之
于群体性事件的逻辑性支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２９．“政治机会结构”一词源于１９７３年美国学者艾辛杰（Ｅｉｓｉｎｇｅｒ，１９７３）探讨都市运动的文
章，主要指涉都市的政治环境因素，后来得到其他学者的发展，逐渐成为社会运动研究中的重
要概念。不过，由于其涵盖的外延宽泛，其具体指涉，包括研究的适用性等都颇受争议（比如

Ｇｏｏ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Ｊａｓｐｅｒ，１９９９）。但是，本文认为，就当前中国而言，这一概念仍然有适用价值，至
少当代中国体制中的层级矛盾、意识形态话语的亲民性、媒体的公共参与等，都是民众集体抗
争的机会空间所在。

一是情感的宣泄，即所谓“泄愤”。情感的中心性作用内含了情感

·９９·

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



失控的风险，民意表达的渠道不足，使得民众在面临不平等时更多时候
会保持沉默和忍让，然而，一旦忍无可忍，取而代之的便极有可能是愤
怒的情感宣泄，尤其是事件中出现的“道德震撼”，更有可能使抗争或泄
愤情绪陡然间达到极限，直至失控。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可能充溢原始
道德正义又可能与暴力相伴随的中国草根抗争型文化与偏激型社会舆

论所形成的合流３０与在成熟民主社会中养成的表达型文化及对极端情

绪的边缘化机制构成了鲜明对比。也许正是这种对比，使习惯于以“维
权模式”来研究群体性事件的学者会将“泄愤”列入非理性维权的另类
抗争。其实，只要我们认真思考现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点，就知道其
并非另类，只是群体性事件中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和特点。只不过这
种表达终究是在弱者的沉默、忍受与泄愤的圈子里打转，无法自动转入
公民文化的轨道，因而，其对国家、社会和抗争者的影响都是复杂而又
多义的。３１

３０．社会舆论易于偏激的一个原因在于，在现代性价值日渐取得民间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威权
国家无力再提供一种为社会精英所普遍认同，因而可用来增强自身合法性的价值体系，致使由
知识精英所左右的社会舆论易于同情或偏向抗争，如前文所分析的声援底层抗争的网络公共运
动就是最为典型的表现。如果权力应对不当，有可能会加剧社会舆论的偏激化趋势。

３１．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宣泄也未必就是丝毫不受理性影响的行为，其实，宣泄对象的选择性本
身就表明，即便是最为激烈的情感发泄，也仍然无法完全不受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但这是
一个涉及宣泄中自控程度如何辨析的更加复杂的心理学问题，因此，我们无法在这里深入地予
以展开。为分析方便，本文在此仍只是根据行为的外显特征而非内心动机来进行分类。

二是情感的自控，即所谓“情感管理”。如果说情感管理在社会运
动研究中更多地是指对负面情感进行的疏导，那么，在中国的群体性事
件中却更多地表现为对抗争情感本身的克制、掩饰以及反向性的顺从
表演。它们与暴力泄愤看似矛盾，看似理性而非感性，但其实仍然是事
件中情感逻辑的另面体现，仍然属于韦伯（２００６：５６）意义上的“情感性
行为”，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所决定的情感表达方式。而
且，相对于激愤式情感表达，克制、掩饰及顺从性表演的情感“出演”可
能更为常态，因为泄愤所产生的一时快感无法使事件参与者摆脱安全
忌惮，当冲动消失，更为支配性的忧虑仍然会重新浮现，因此，取代瞬时
性泄愤的便只可能是事件（尤其是那些持续性事件）中始终起支配作用
的情感自控。正因为“情感管理”即自控更为常态，它们也就成为了群
体性事件中情感表达的最主要特征，而这一点恰恰为国内研究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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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们多将“自控”归于“理性”，而无视其情感特性。本文以为，这里
的“理性”只是在指涉行为表象时才有意义，表象之下是行为者对不亚
于“泄愤”的激情洪流的强力控制。这种控制与一般社会运动中已成常
态的理性表达不同，其实是一种情感包装，而非自愿选择。也就是说，
泄愤与自控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无论哪一面都充盈着激情。因此，
如果说社会运动研究所强调的情感管理是自在和自觉的理性选择，那
么，群体性事件中的情感自控就是自为和不得已的情感反应，它所反映
的是权力非对称格局下主体的情感运用策略。
最后，尤其要强调的是情感表演在情感自控中的特殊作用。它是

群体性事件情感管理区别于一般社会运动情感管理的最重要的不同，
除些之外，它还反映了从属者极具草根特色的反向性抗争。这种抗争
由于集传统与现代意识形态合法性于一身———在传统上表现为呼喊青
天，在当下表现为吁求社会同情———不仅为自身赢得空间，更对支配者
构成压力。这也就提醒研究者应该把情感表演当作“刻意”营造的行为
来对待，各种“夸张性”的“脸面”表达虽然相对于泄愤而言不怎么激烈，
但其功能可能更加强大，而那种视表演为“耍无赖”或“谄媚”的精英视
角，显然缺乏对底层的同情。
以上对群体性事件情感逻辑的提炼，在理论层面可以丰富社会运

动的情感研究，在现实层面则有助于深化对群体性事件特征、作用及走
向的理解。就后者而言，本文认为，只要催生上述逻辑的国家与社会关
系总体格局不变，这一逻辑对群体性事件的支配性作用也不会改变。
这也就决定了尽管群体性事件类型多样，表现各异，但它们都可以被视
作是从属者在与支配者的非对称性互动中表达不满的手段和方式，它
们在当下不具备转化为常态社会运动的可能，而只能是沿着传统与现
代错综交织的轨道间歇性发作，以作为弱势群体对中国转型期社会矛
盾的一种特殊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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